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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研究旨在探讨从解放之后直到2000年代，韩国电影和电视剧如何塑造殖民地和战争经验的

形象，并进一步探索其对公众历史认知的影响。我将按不同的时期进行分析，研究各时期采用了

哪些素材来描绘过去，如何以不同的视角处理同一素材，以及通过该历史变迁来追踪对媒体起到

主导作用的历史认识及其影响。首先，我会观察电影和电视剧是如何利用过去来表征“民族”的。

在塑造国民和民族形象的过程中，有哪些被否定和排除，或者重新定义的？这是一项极具戏剧性

的探索。北朝鲜军队或左翼如何从被描绘为人类的敌人和无法共存的邪恶势力，到五十年后以牺

牲的兄弟的面孔重新回归，这中间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我将考察在各个时代的媒体中，“历史”

是如何被赋予意义的。 

 

二、20世纪50-60年代，冷战民族主义的殖民地和战争记忆 

（一）打造一个“民族”作为“纯洁”和“意志”的体现 

在朝鲜半岛，解放后立即席卷而来的独立政治热潮，使殖民时期迅速演变为民族解放斗争的

时期。电影制作人们制作了大量的启蒙电影，用以鼓舞建设新民族国家的使命感，其中以描述独

立斗士抗日运动的电影为主，在后来的韩国被称为"光复电影"。1946年由崔寅奎导演，全昌根编

剧并主演的《自由万岁》便是这类电影的代表作
1
。主人公汉钟是不畏死亡，执行民族独立课题的

男性革命家。电影以主人公汉钟遭到日本警察枪击后逃脱的场面开始。这是在此后以独立运动为

题材的电影中经常出现的开场剧情
2
。加入抗日组织的汉钟在准备武装起义的过程中被警察追捕, 

然而他意外地躲进了日本警察的恋人美香的家中
3
。尽管美香受到汉钟的教导并帮助他隐藏和逃脱，

 
1
 韩国影像资料院，《韩国电影风景1945-1959》，文学思想史，2003，23页。 

2
 原剧本设定为夜晚的场面，但是因为胶卷和装备不足的缘故，改成了白天拍摄。金丽实，《“自由万岁”脱正典

化试论-以现有剧本和电影的差异为中心》，《韩国文艺评论研究》第28，2009，294页。 
3
 由于饰演该角色的演员独银麒越北，1975 年复原的影像中删除了亲日警察南部的登场场面，因此很难理解电影

的展开。另外，日本警察的台词在影片中是用日语录音，但后来重新配音，全部换成了韩语。 

现代韩国媒体的殖民地、战争经验形象化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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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却为日本警察提供了追踪的线索。在抵抗组织的秘密基地，美香被击毙，而受伤的汉钟也被

捕，但在深爱他的护士惠子的帮助下，他最终成功逃脱。 

 

图片1 主张立即武装起义的汉钟（《自由万岁》） 

汉钟是一个准备进行民族起义、策划处罚反动行为和武装斗争并直接参与斗争的革命家，是

以坚韧不屈的意志战斗到最后的英雄。尽管斗士们互相称呼为同志，但同志们中并没有女性。电

影中的女性称他们为“老师”，尊敬或爱慕他们，并为他们的斗争做出牺牲。 

 

图片2 汉钟与美香（《自由万岁》） 

美香对自己作为叛徒恋人的困境绝望地哭了起来，她问道：“人难道没有重新生活的权利和

努力吗？”汉钟坚定地回答：“人当然有重新生活的权利，我们是为了国家的重生而来，将炸弹

运送到倭寇的巢穴。但我们需要的是钢铁般的意志和火山般的激情，而不是个人的感情。
4
” 

 
4
 目前的复原版以逃脱的场景结束，但在实际电影中，汉钟在山中与日本警察的枪战中失去了生命。金丽实，前

文，289-290 页。 



 

图片3 受伤后被捕的汉钟与惠子（《自由万岁》） 

惠子是一名护士，也是汉钟藏身之处的家庭的女儿。她成功地将被捕的汉钟救出，这与只会

呼救和哭泣的堕落的美香形成鲜明对比。纯洁的少女惠子从危险中救出了汉钟，在电影中被描绘

成新的英雄。在这部电影中，民族被描绘成无条件的、绝对的献身对象。被日本警察追捕的汉钟

闯入陌生人美香的家中，并向她提出了要求：“如果你是韩国人，就应该救我
5
。”当惠子向她的

母亲宣告她将救出汉钟时，她的母亲说：“即使我阻止，你也一定会去救老师。”她并没有劝止

女儿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人
6
。1959年是讲述民族独立运动的电影突然增多的一年。这一年恰逢“3.1

运动”40周年。而在前一年的1958年，朝总联正式启动了归国运动，"北送"成为了朝日之间最大

的争议焦点。另外，在接下来的选举即将到来之际，李承晚政权的危机感达到了高潮。当时上映

的一系列电影致力于塑造（包括李承晚在内的）救国英雄的典范
7
。其中，由尹逢春导演，都琴峰

主演的《柳宽顺》值得关注。柳宽顺作为抗日运动的象征，曾在1948年、1959年、1966年、1974

年、2019年共5次被拍成电影，其中1948年、1959年、1966年的作品都是尹逢春执导的。1959年的

《柳宽顺》在内容上比1948年的作品更丰富，而且比1966年或1974年版本的《柳宽顺》展现出了

更为主动的女性英雄形象
8
。 

 
5
 原台词是“朝鲜”，但后来重新配音，全部换成了“韩国”。金丽实，前文。 

6
 然而，如此强调积极抗日斗争的《自由万岁》的制作团队同时也是制作亲日电影的代表性主角。导演崔寅奎执导

了强迫男人作为志愿者入伍为题材的《太阳的孩子》（1944年）和《爱的誓言》（1945年），摄影导演韩灐模也

参与了《太阳的孩子》的制作。韩国电影100年纪念项目委员会编撰，《韩国电影100年前后》，Dolbegae，2019，

51页。 
7
 主要代表作品有《独立协会与青年李承晚》（申相玉）、《三一独立运动》（全昌根）、《高宗皇帝与安重根义

士》（全昌根）、《韩末风云与闵忠正公》（尹逢春）等。郑尚雨，《解放后1950年代独立运动的电影表现》，

《韩国史研究》183，2018。 
8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柳宽顺电影更加强调在专制制度下呈现的理想化女性形象。金秋天，《柳宽顺电影研

究：抵抗的再现与女性》，延世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37页。 



 

图片4 《柳宽顺》电影海报 

在3.1运动之后，回到家乡的柳宽顺发现自己父亲的学校被关闭，领导万岁示威的哥哥被捕。

她和朋友们积极组织并领导示威活动，祈求上帝赋予她领导斗争的力量。这是圣女贞德式的奉献

精神的象征。 

 

图片5 祈求赐予力量的柳宽顺 

在万岁示威运动期间，尽管失去了父母并在狱中遭受折磨，柳宽顺仍然继续进行斗争。在狱

中，她回忆起在梨花学堂时期去庆州修学旅行时关于佛国寺、石窟庵等地方的见闻，这种对民族

文化和历史的热爱，对民族意识的热情，是她成为民族英雄的原动力。 

此外，这部电影也展示了在后来的韩国电影中呈现日本人形象时的陈词滥调。小胡子、粗暴

的言语、玩世不恭和不屑一顾，都是日本警察和官僚的共同特点。 



 

图片6 日本宪兵的形象（《柳宽顺》1959） 

还有一个典型的日本人角色登场，他既不是官僚、警察，也不是军人。由喜剧演员金喜甲饰

演的日本高利贷者是掠夺朝鲜人的反面角色，但他却是一个卑躬屈膝、有些愚蠢的人物。在听到

朝鲜人害怕的是“光着身子跳舞的日本人”的玩笑后，他到柳重权的家里讨债时便光着身子跳舞，

结果被赶了出来。他那糟糕的韩语发音、矮小的体格、粗鲁和低俗的行为，都是之后在韩国媒体

上出现的殖民地日本人的刻板形象。 

 

 

图片7 光着身子跳舞被赶出来的山田（《柳宽顺》1959） 

此外，虽然需要描绘日本人的角色，但韩国电影和电视剧却不能使用日语，这是韩国媒体的

一个难题。在确立韩国语为“国语”的过程中，韩国媒体将“清除倭色”视为时代课题。以前进

口的带有日语字幕的欧洲电影甚至在1949年7月1日开始被禁止放映
9
。在确立使用国语的民族共同

体之后，曾经的“国家语言”即帝国的语言被完全禁止，日本人被描绘成一个使用扭曲语言的民

 
9
 《京乡新闻》1948.10.26（3）；《东亚日报》1949.3.10；《朝鲜日报》1949.3.12（1）社论。 



族。 

反之，“民族”的语言只能用准确的标准语来表达。参加抗日运动的民族成员必须统一使用

“标准语言”。即使在他们的家乡忠清道竝川，宽顺和爱德也不说任何方言。无论是宽顺家人间

的对话，还是宽顺说服亲戚爷爷时的对话，没有人会说方言
10
。因为方言不可能成为民族斗争的语

言。 

 

图片8 光州学生独立运动纪念碑（《无名之星》） 

《无名之星》（金刚润导演，1959年）戏剧性地展现了无法用方言表达的民族观念。该片以1929

年发生的光州学生运动为题材，在光州和罗州当地大规模动员光州地区的学生完成拍摄。但是电

影中的角色都用标准语进行对话。甚至那些无法忍受朝鲜生活，前往满洲的农民也没有使用方言。

民族的纯洁性和统一性是不能被方言所侵犯的。 

 
10
 甚至有人说，饰演柳宽顺的都琴峰是当时最好的方言演员，她曾一度只得到使用方言的角色。《东亚日报》

1962.12.21（5）；《朝鲜日报》1962.12.9 

 



 

图片9 举着父亲的太极旗高呼“万岁”的示威队 

相反，神圣的抗日运动的大义被与血统联系在一起。主角相勋兄妹的父亲是3.1运动的主导者，

同时也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独立志士。他交给妻子保管的太极旗，在十年后的1929年光州学生

运动中再次焕发出光芒。相对而言，亲日派高等警察的妹妹英爱虽然参加了抗日学生组织联盟会，

但最终因为哥哥而牺牲。在最后的万岁场面中，相勋的家人站在最前面。在《自由万岁》中，就

像美香一样，英爱并没有位置。 

 

（二）在朝鲜半岛之外制造殖民记忆  

1.“学兵”的经验与记忆 

以程式化的英雄故事来记忆殖民地的这一方式是有其局限的。为了吸引公众的关注，必须以

不同的方式来讲述殖民地的故事。1961年上映的电影《玄海滩知道了》（金绮泳导演）就选择了

一个与过去不同的叙事脉络来回顾殖民地时期。电影通过“学兵”这一叙述者，开始在朝鲜半岛

之外讲述殖民地末期的故事。 



 

 

图片10 阿鲁云与秀子（《玄海滩知道了》） 

被抓去当学兵的朝鲜青年阿鲁云在日本名古屋的兵营中生活，遭受了日军上司和老兵的各种

折磨。在此期间，阿鲁云的学校前辈中村介绍了自己的表妹秀子（由旅日朝鲜人孔美都里饰演），

此後阿鲁云和秀子开始相爱。通过与阿鲁云的恋情，秀子摆脱了民族偏见，并认识到“可耻的不

是人种，而是人格”。在美军大规模空袭前逃跑的阿鲁云，在轰炸不断的街道上彷徨。轰炸结束

后，日军阻止失去亲人的家庭寻找尸体，并试图架起铁丝网进行大规模集体火化。阿鲁云从火海

中走出，看到这一情景的群众推倒铁丝网蜂拥而至，阿鲁云与秀子得以重逢。 

 

图片11 推倒铁丝网的群众（《玄海滩知道了》） 

在这部影片中，折磨阿鲁云的不是所有的日本人，而是日本的军部。在最后的场面中，日本

的民众通过他们的抵抗，拯救了阿鲁云。相比于对日本人的单方面的憎恨，权力和军部成为了问



题的根源，有良心的日本人成为了团结的对象。 

阿鲁云能有这样的经历，是因为他是“学兵”。那时的朝鲜学兵是接受当时最高教育的知识

分子精英。在中国、太平洋、东南亚等地区经历过战争的学兵中，有些人在逃生后参加了光复军

或朝鲜义勇军等抗日军事组织，经历了多种政治经验
11
。因此，以学兵为主角的作件。作品，虽然

反映了解放前夕的殖民地经验，但并没有直接处理当时朝鲜半岛内发生的事情，不过这并没有问

题。如果将视线转向朝鲜半岛内部，在战时体制下，如果不讨论朝鲜人的合作问题，就无法真实

地讲述故事。讲述学兵们及其恋人故事的金来成的人气小说《青春剧场》在1959年、1967年、1975

年三次被改编为电影，也是出于这个原因。但是，《青春剧场》主要关注主角的复杂的爱恨关系

和逃亡与追逐的故事，殖民地历史本身除了作为背景之外并没有被赋予更多的意义。为了将“学

兵”的历史经验与强制动员、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解放后的历史课题等问题联系起来进行形象化，

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2.动作、空间、满洲和无意义的时空间 

20世纪60年代，以满洲为背景的动作电影在韩国大受欢迎，这些影片以20世纪20至30年代的

满洲为背景，受到了西部片，尤其是1960年代中期以后的意大利西部片的深刻影响，因此被统称

为“满洲西部片”
12
。代表性作品有林权泽的《再见了，豆满江》（1962）、申相玉的《关外双雄》

（1967）、《无宿者》（1968）、林权泽的《独眼朴》（1970）和李晚熙的《挣脱枷锁》（1971）

等。《无宿者》更是使用了“东方西部片”的标语来进行宣传
13
。 

然而，即使被归为满洲西部片，电影《再见了，豆满江》讲述的实际上是逃亡至满洲独立军

基地的独立团成员们在国内的抗争历程。影片中，一个独立运动家的儿子，英友，炸毁了西大门

监狱，企图与日军交战并前往满洲。在此过程中，影片描绘了英友与恋人之间的爱，以及与日本

军警的追击战，还有他的同志们的牺牲和援助等情节。影片中，独立团成员们拥有大量的弹药、

枪支和爆炸物，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枪战。虽然电影的舞台并非满洲，但在报纸广告中却出现了

“震撼豆满江和满洲平原的独立团与日本宪兵队波澜壮阔的战斗”的字眼。电影被描绘成“令人

 
11
 解放以后，学兵们建立了学兵同盟等独立的组织进行活动，在维持着“学兵一代”这一身份认同的同时回应现

实问题。孙惠淑，《研究学兵写作时的内心意识—以韩云史、李佳炯、李炳注的小说为中心》，《语文论集》75，

2018。作家韩云史也是在日本大学读预科期间被抓的学兵出身。 
12
 这是以2008年在韩国影像资料院“满洲西部片特别展”上放映14部电影为契机而开始广为人知的用语。金大根，

《满洲西部电影评论分析》，《人文社会21》12-6，2021，240-241页。 
13
 李英栽，《亚洲式身体：冷战韩国·香港·日本的跨国主义动作电影》，somyong出版社，2020，60-61页。 



屏息的追逃，在持续的紧迫情况下痛快复仇”的“刺激和悬念并存”的“巨大全景”
14
。制作此片

需要的是日军这一不会让人产生罪恶感的敌人，以及一个能让“枪击连发的巨大全景”出现的地

点。无论怎么包装，将内战中的韩国战争制作成“痛快淋漓”的动作片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件不

舒服的事情。“满洲”可以摆脱这种负罪感，从而成为制作动作片和暴力片的理想背景
15
。满洲在

这里并非是一个真实的地方，而是一个空洞的能指，一个富有想象的空间
16
。至于地点和时间的历

史性，并不是制作这些电影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图片12 战斗后移动的独立军团员（《再见了，豆满江》） 

 
14
 《京乡新闻》1961.12.13（4）下端广告。 

15
 李英栽，2020，前书，80页 

16
 崔洙雄，《在韩国电影中出现的“满洲”表象的价值和活用方法研究》，《顺天乡人文科学研究》34-4，顺天

乡大学 人文科学研究，177页；曹惠贞，2017，《“满洲西部”的题材接受情况及改编研究》，《韩民族文化研

究》60，251页。 

 



 

图片13 《再见了，豆满江》电影海报 

然而，后来的满洲西部片中，满洲就像西部一样，只是作为动作片的背景才具有意义。例如，

在《再见了，豆满江》中，虽然动用了很多临时演员和弹药来演出独立军壮观的战斗场面，但是，

此后抗日斗争的苦难和凄惨几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小英雄们的连续动作场面。许多满洲西部

片对西部电影的经典场景进行了创新性的使用，甚至还出现了一些直接模仿故事情节的作品。 



 

图片14 满洲=西部的典型场面（《挣脱枷锁》） 

在这些电影中，独立军只以一种陈腔滥调的形式出现，虽然他们强调了独立的伟大理想，呼

唤韩国人的民族意识，但这与电影的主线并无太大关系
17
。人物变得越来越滑稽，大量的B级电影

被快速制作出来。尽管电影中插入了强调国家和民族的场景，但对电影制作者和观众来说，这种

做法并无太大意义。 

同样，注重艺术性的电影也无法避免这个问题。在这个时期，许多由韩国文学名著改编的电

影被统称为"文学电影"，其中许多是讲述殖民时期的故事。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金东仁原著（1925

年）的《土豆》。在金承钰导演的1968年版的《土豆》中，主要讲述的是主人公凤女受苦的故事，

她被无能的丈夫强迫卖淫
18
。然而，原作中所表现出的底层人民道德堕落的冷静视线在电影中消失

了。原著中，凤女与中国人王书房有固定的卖淫关系，丈夫对此予以默许。王书房结婚后，被嫉

妒冲昏头脑的凤女袭击了王书房，并在此过程中殒命。对于凤女的死亡，她的丈夫与王书房达成

协议，掩盖了事情真相。然而，在1968年的电影《土豆》中，凤女被描绘成一个受害者，而不是

一个道德败坏的人。她不断地忍受着贫穷和她丈夫的无能，但没有出现地主、资本家、总督府的

权力，只是一种抽象的贫困。电影虽然揭露了父权制和暴力的问题，但即使如此，她的丈夫在最

后也归于悔过，回到她的坟前哭泣。原作中明确的阶级、性别以及殖民地掠夺结构的问题在电影

中几乎消失了。在只剩下无能的家长和不幸的女性牺牲者的悲剧情节中，对时代历史性的敏感感

 
17
 金大根，《满洲西部电影论论》，《人文社会21》12-6，2021。 

18
 《土豆》不仅改编为电影（1968年金承钰导演，1988年裴昶浩导演），还经常被制作成电视剧（电视文学馆，

1984年）。 



觉几乎无法察觉。 

 

图片15 凤女与丈夫（《土豆》1968） 

 

三、敌人，但却是同族——上世纪50-60年代冷战民族主义战争叙事的矛盾 

（一）冷战时期阵营逻辑与制造“敌人” 

在朝鲜战争期间制作的宣传电影中，战争被描绘成一个单纯的善恶对立。在这个构图中，正

义象征着联合国军，通常意味着美军，战争变成了“自由阵营”与“共产阵营”的冲突。追求和

平的自主国家和得到联合国承认的“大韩民国”被视为自由阵营的一部分，他们将这场战争定义

为“维护人类自由和地球和平的战争”
19
。在20世纪50年代的反共电影中，左翼被描绘为人类的敌

人，即罪恶的象征。他们似乎是在提倡人民和民主，但实际上他们只专注于满足自己的私欲。典

型的左翼人士（比如人民军、游击队）被描绘成没有道德观念，甚至连基本的伙伴意识都缺乏的

恶魔。因此，即使后续有人登场表达悔改，电影仍然需要首先在善恶、自由与共产主义之间建立

明确的对立关系。《自由战线》（金鸿导演，1955），《我要告发》（金默导演，1959）等电影

就是这样的代表作品。 

然而，也有人主张，比起强调这种不切实际的阵营逻辑，还不如更加强调人文主义和爱情。

这些电影导演关注的是如何在敌人内部揭示“人性对非人性”的斗争。例如，1955年的电影《稗

牙谷》（李康天导演）就是这类电影的代表。电影中，一位名叫“大嘴”的队长带领的游击队犯

下了各种残忍和卑劣的行为，包括屠杀、抢劫和性侵犯，这让曾经的知识分子哲洙感到深深的怀

疑和失望。最后，哲洙和爱上他的游击队员爱兰决定投降，但在被发现后，只有爱兰幸存下来并

成功逃离。在影片中，大部分的游击队员都是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冷酷、自私、卑鄙的人。

 
19
 李明子，《通过战争经验的重组打造国家》，《统一问题研究》56，2011，22页。 



甚至会以是反动派的亲戚为由处决他们的同志，并对受伤的同志进行性侵犯致死。甚至连爱着哲

洙的爱兰也在毫不犹豫地强迫平民屠杀反共人士的无情行为中显露出冷酷的一面。 

 

图片16 下山的爱兰（《稗牙谷》） 

 

图片17 象征爱兰归顺的太极旗（《稗牙谷》） 

电影《稗牙谷》虽然试图展现游击队内部存在的“人性”，却因此受到了当时国防部政训局

长金宗文的指责，他批评这部电影将“游击队英雄化”，因为影片中只出现了游击队，而没有体

现“自由和反自由这两个相反世界的对抗”。在电影中，游击队员尽管犯下了无法饶恕的罪行，

如射杀无辜的母亲，却也描绘出了他们内心的痛苦和挣扎，这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



这种描绘并没有得到政府的接受，电影只能通过在最后的场景中插入太极旗的方式，以表示自由

阵营的象征，才得以重新上映
20
。影片只不过是试图展现游击队内部具有“人性”的人所经历的冲

突与矛盾，但即便如此也是不被允许的。 

这部电影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它对一名被游击队招募的少年的命运进行了深入的描绘。在游

击队袭击少年所在村庄的过程中，一名游击队员明知那是少年的母亲，却仍然毫不犹豫地开枪射

杀了她。这位少年在找到垂死的母亲时，他们进行了一场痛苦而令人心碎的对话。即使面临死亡，

母亲仍然对儿子的行为表示了强烈的谴责和失望，这是对游击队残酷行径的直接抗议和指责。然

而，即使在这样悲痛的场景中，游击队的冷血和残忍依然没有得到任何减轻。在这个悲剧故事中，

观众可以看到游击队不仅仅是一个反动的政治组织，更是一个对人性的毁灭者，他们的行为使得

一个无辜的少年不仅失去了亲人，也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图片18 少年游击队员与奄奄一息的母亲（《稗牙谷》）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这两人的最后一次对话是用标准语进行的。尽管电影反复强调少年的

故乡设定，但少年、他的母亲和舅舅以及其他村民都使用标准语进行对话。这意味着，在电影中，

使用智异山村庄的方言本身并不符合严肃的反共民族叙事。在日常的电视剧和电影中，方言通常

被用作描绘角色性格的手段，但在描述战争和民族主题的作品中，方言却常常被视为禁忌。在一

部关于军事或战争的电影中，选择使用方言需要有足够的勇气。比如1961年上映的电影《五人海

兵》中，首次出现了使用全罗道方言的角色
21
。 

 
20
 李英栽，2020，前书，73-74页。 

21
 扮演“乡巴佬”角色的全罗南道顺天出身的朴鲁植提议使用全罗道方言，金基悳导演鼓起勇气接受了这个提议。

李英栽，《20世纪60年代韩国战争电影的三个局面，国民、反复强迫、空中的观点》，《尚虚学报》62，216-217

页，在1988年制作的《南部军》中，才首次出现了使用方言的游击队。 



为了赢得观众的共鸣，朝鲜战争的电影必须以壮观的动作片为主。在政府和军方的积极支持

下，大型的战争片得以制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963年由李晚熙导演的《一去不回的海兵》。

为了拍摄这部电影的最后一幕，当天有3000名海军陆战队员、10辆坦克、12架战斗机进行了支援，

并消耗了大量的弹药。广告也宣称这部电影是“以电影史上空前规模再现人类最大的战斗”
22
。电

影的重点并不在于意识形态的对决，而是在于描绘军人在炮火中的真实面貌。这些来自不同阶层

和地区的军人被编入同一个海军陆战队分队，一同经历残酷的战斗和考验，从而巩固了他们之间

的团结。最后，他们在面对中国军队的大规模进攻时，展现了无畏的勇气和坚定的决心，迎来了

影片的高潮。 

 

图片19 深化同志间情谊的海军陆战队员们（《一去不回的海兵》） 

 
22
 《东亚日报》1963.3.20（5）下端广告。 

 



 

图片20 与“中国军队”战斗的海军陆战队员（《一去不回的海兵》） 

如今，如果从韩国士兵的视角来看待这场战争，国家军队的战争，"大韩民国"人民的战争，

无法回避的事实是这是一场"内战"。我们必须认识到被驱逐为人类敌人的敌人其实也是"民族"的

一部分。这个问题在电影中必然会反复出现。例如，当海军陆战队员得知杀死他同伴妹妹的人实

际上是自己的亲哥哥时，他深感苦恼。他质问自己，如果面对哥哥，他能否开枪。这个问题在后

来的韩国战争电影中反复出现，构成了一个根本性的危机。另外，这个令观众感到不安的问题也

可能会破坏动作片的壮观感。为了避免这个危机，电影制作人创造了"中共军"的敌人形象，而不

是人民军。在最激烈的战斗场面中，充满山脊的"中国军队"不再是人类，而是“人海”这一物化



的象征
23
。通过这种方式，电影避开了兄弟间的互相残杀，选择与被象征为蛮夷的敌人进行战斗

24
。

随后，"共产蛮夷"的表达逐渐得到巩固，将共产党排除在民族之外
25
。 

然而，"中共军"的形象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相反，区分中共军和朝鲜军的企图为加强反共

标准的政权提供了借口。《一去不回的海兵》的导演李晚熙紧接着执导了一部名为《7名女俘虏》

的电影。尽管在1964年12月通过了电影审查并获得了上映许可，但随后南韩的中央情报部直接介

入，禁止该电影上映，并在第二年将导演拘留。电影的剧情其实很简单。正在迁移的女护士和平

民被北朝鲜军队俘虏。北朝鲜军队的搜索队在护送她们的过程中，看到中国军队试图强奸这些女

性，愤怒的北朝鲜军队与中国军队交火后，成功解救了这些女性，并且投降了韩国。问题出在哪

里呢？检察机关以违反《反共法》为由起诉了导演，并主张说：“提倡感性的民族主义，描写无

力的国军，赞扬北韩傀儡军，夸张描写受到美军虐待的慰安妇惨状等，助长了排斥外国势力的气

氛”
26
。 

 

四、20世纪70-80年代“历史”的崩溃与重组 

（一）反共主义的极端化 

进入20世纪70年代，描述韩国战争的反共电影主要由文化宣传部下属机构电影振兴公社制作。

即使是当时的著名导演也难以拒绝政策性要求，因此创作了像《野菊花开放》（李晚熙导演，1974）

和《证言》（林权泽导演，1973）这样的电影。据林权泽回忆，当他试图拒绝电影振兴公社要求

的国策电影制作时，他们提出了他在北朝鲜的亲戚，以此对他施压。《证言》是一部完全按照政

权要求制作的电影。1950年6月25日，张少尉和他的爱人朴顺雅本来在约会，然而，他很快就被召

回前线，而朴顺雅则被迫逃亡。电影试图展现从避难到洛东江战线，再到联合国军区，她遇到的

屠杀平民、拷问和杀害等各种人民军的暴行。电影被命名为《证言》，是因为它由无数的惨烈画

面和朴顺雅对它们的解说构成
27
。电影甚至剔除了故事情节，变成了揭露共产主义"野蛮行径"的证

词录。 

反共电影的程式化在动画片《一将军》（똘이장군)中达到了高峰。尽管1978年的这部电影

 
23
 电影中出现一群僵尸是在 1968 年（乔治·罗梅罗，《尸体之夜》），在韩国战争电影中，以“人海战术”为代

表的中国军队的形象与最近的僵尸没有太大不同。李英栽，前书，224-225 页。 
24
 中国人民志愿军介入韩国战争后，韩国媒体开始将“中国军队”称为蛮夷。《朝鲜日报》1950.12.16（2）。 

25
 以“消灭吧，蛮夷这是几百万…”开头的军歌《胜利之歌》如实反映了当时“共产蛮夷”的形象。 

26
 朴有禧，《韩国电影表象地图》，与书相伴，2019，198-199 页。 

27
 郑圣一，《证言 Testimony 林权泽 1973》 https://www.kmdb.or.kr/story/5/1344 

 

https://www.kmdb.or.kr/story/5/1344


并非以韩国战争为背景，但主角"小一"与北朝鲜人民军的斗争场景创造了一种与真实朝鲜战争电

影相类似的影像。《一将军》的主题借鉴了通过电影和电视剧而广受欢迎的人猿泰山的故事。在

森林中与动物自由生活的小一在共产党的强迫下搜寻山参，在此过程中他救了受伤的小淑。一起

逃脱的小一击败了强迫人民挖隧道以便进行侵略的共产党，找回了自由。在这个过程中，与小一

战斗的人民军被描绘为狼和狐狸，而在最后时刻揭下面具的"红色领导"被描绘为一头巨大的猪。

这部动画片创造出了一个靠真人出演的电影无法实现的"敌人"形象。 

 

图片21 《一将军之第3隧道》电影海报 

（二）消失的历史——毫无意义的殖民地 



在一个由强制性反共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主导的社会中，电影和戏剧在很大程度上无法真实

地反映那个时期的历史背景。这样的例子在描述殖民地的电视剧中尤其明显，其中的时代背景仅

仅被视作简单的场景设置。20世纪70年代，这种现象主要出现在被广泛称为“侠客片”的B级动作

电影中，而进入80年代以后，情色电影开始占据主导地位。李斗镛导演的电影《桑叶》（1985）

就 是 此 类 电 影 的 代 表 。 《 桑 叶 》 改 编 自 罗 稻 香 1925 年 的 同 名 小 说 。

在原著中，作品的现实性主要来自主角安峡（안협)和森甫(삼보)夫妇的堕落和不道德行为。 丈

夫森甫是一个赌徒、鸦片中毒者和家暴者，而他的妻子安峡则利用她的美貌维持生存。然而在电

影版本中，森甫的形象被塑造成了独立运动家，一个理解并接受妻子为了生存所做出挣扎的宽容

志士
28
。安峡在电影中虽然对所有人都宽容，但坚决拒绝与对日本警察奴颜婢膝的长工三石有性接

触。森甫也对揭露其妻子不忠行为的三石进行了惩罚。电影中的村庄被设定为民族共同体的象征

29
，而森甫的缺席则是守护这个共同体的必要过程。然而这些民族主义的设定并非出于对当时历史

背景的深入理解，它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设定，其作用只是为了呈现出殖民地时代这一过去历史

时期而已。电影中充满了原始的情色主义和轻松的喜剧元素，而其中的民族主义和父权制设定只

是用来给观众带来稳定感。无论是殖民地还是朝鲜时代，电影中对历史的描绘都没有显著差异，

而过多的民族主义元素反而抹掉了时间和空间的差异。在《桑叶》的时空中，当只有朝鲜人存在

时，便形成了一种乌托邦式的共同体。侵犯这一共同体的存在，例如亲日派及其手下三石，都被

设定为反派，而必须离开这个乌托邦的森甫却被塑造成了英雄式的人物。因此，《桑叶》的时空

成为了一个脱离历史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民族内部的冲突、歧视和父权压迫都消失了。 

（三）牺牲与绝望的战争故事 

电影中的历史观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确实经历了显著的转变。最重要的是，人们对待

韩国战争的视角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早期的反共电影中，历史被视为一种证明共产主义罪恶

的工具，而在新的电影中，战争则被描绘成一种延续至今的创伤和痛苦的源头。历史开始被赋予

现实的含义，善与恶不再完全由意识形态决定。权力的本质变成了邪恶，观众开始从受害者的角

度来审视战后的历史。 

1980年上映的电影《歪鼻子》（林权泽导演）和《最后的证人》（李斗镛导演）都是这种新

趋势的代表作
30
。《最后的证人》中，虽然游击队依然被描绘为罪犯，但右翼的形象更为邪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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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芝美，《文学与电影的再媒介-叙事的合作与变异的理论与实际》，《韩国现代文学研究》45, 2015。 

29
 在电影中，村庄是狂欢节的场所，通过反复的庆典鼓舞和礼赞共同体意识。孟秀珍，《替罪羊，以及作为民族

过敏原的女性形象分析—以李斗镛导演的《桑》为中心》，《电影研究》24，2004，112页。 
30
 朴有禧，前书，208页。 



电影中，少女智慧被游击队员强暴并因此怀孕，黄巴宇这个善良的长工救了她并娶了她。然而，

对她父亲遗产觊觎已久的青年团长和检察官、叛变的游击队员联手陷害黄巴宇，他被诬陷为杀人

犯，而智慧则沦为别人的情人，被迫在酒场讨生活。得知这一事实后，智慧的儿子在精神崩溃的

状态下展开了复仇。尽管刑警揭示了这起谋杀案背后的阴谋、背叛和长期犯罪，但黄巴宇为了儿

子，选择认罪并自杀，智慧也在葬礼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连调查此案的刑警也选择了自杀。黄

巴宇和智慧象征着战争和冷战秩序下，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力压迫下的牺牲者。左翼和右翼的界限

已经模糊，牺牲和受害仍在继续，但权力仍然牢不可破。刑警的自杀象征着当代知识分子的无力

和挫败。 

 

图片22 智慧与黄巴宇（《最后的证人》） 



 

图片23 玷污智慧的青年团长（《最后的证人》） 

 

五、民众与现实—“历史”的再现：20世纪90年代以后  

（一）“历史”与“民众”的再发现 

1987年6月的民主化抗议活动之后，对韩国战争的意识形态屏障开始瓦解。尤其是直接记录游

击队经历的手记和小说，如《南部军》、《太白山脉》和《智异山》，这些作品不仅成为畅销书，

还被改编为电影。最先被改编为电影的是《南部军》（郑智泳导演，1990）。虽然这部电影像《稗

牙谷》一样，以人道主义和人间之爱为基础来批判战争，但其对游击队的具体描绘却达到了新的

高度。无论是《想去那座岛》（朴光洙导演，1993）还是《太白山脉》（林权泽导演，1994），

这些作品都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对立，揭示了受苦的民族和公众的痛苦，并试图寻求和解。相比《歪

鼻子》或《最后的证人》中个人罪恶和受害的主题，20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作品更加关注在全球

历史和结构性冲突背景下，人民在超越个人意愿的情况下所做出的牺牲。 

能够清晰体现对“历史”观点变化的是由MBC为庆祝创社30周年而制作的迷你连续剧《黎明的眼

睛》（金钟学导演，金圣钟原作，宋智娜编剧）。从1991年到1992年，这部36集的电视剧以其精

彩的制作、深度的主题以及超过50%的高收视率成为了电视剧的里程碑。电视剧讲述了大治和河琳，

两位被动员参加战争的“学兵”的故事。尽管两人都在战争的磨难中逃离了学兵的生涯，也都走

上了抗争之路，但他们却分别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他们的命运与被日军强行带走成为“慰安妇”



的女性丽玉紧密相连。他们经历的帝国主义军队的暴力压迫和战争的痛苦，以及在祖国被解放后

的希望和失望，左右对立和战争，爱情和死亡，都构成了电视剧的主要主题。尽管该剧的原著小

说在20世纪70年代的体育报纸上连载时，主要强调了具有刺激性的性和暴力描写的反共主题
31
，但

在改编成电视剧的过程中，《黎明的眼睛》却努力再现了人的历史，而非冷战对立。剧中的人物，

他们的动机和行为的改变都被赋予了合理的解释，而且剧中开始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讨论了南韩过

去未曾触及的问题，如清算亲日派的失败和济州4.3抗争。从帝国主义强制动员的角度，剧中描绘

了“学兵”和“慰安妇”的经历，提供了对韩国国家建立的批判性理解。超越冷战国家主义，尝

试在电视剧中具体表现“历史”的实际情况，在这一点上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
32
。 

这种变化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民主化运动，特别是"民众"概念的普及有着紧密的联系。起

初，"民众"被视为一种含糊的感性主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成为解决历史问题的主体，

并开始强调这是底层人民的阶级团结。2000年之后，左翼或人民军的叙事也开始浮出水面。 

此外，日军"慰安妇"作为帝国主义战争的受害者，以及他们所经历的鲜活历史，从20世纪90

年代开始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个问题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为人所知，并且在小说和电影中

出现，但其真实的本质却一直没有被广泛理解。自从边永姝在1995年、1997年和1999年制作了关

于日军"慰安妇"的纪录片《微弱的声音》后，许多纪录片和剧情片开始出现，如《鬼乡》（赵正

莱导演，2017）、《雪路》（李娜静导演，2017）、《我能说》（金铉锡导演，2017）和《她的声

音》（闵奎东导演，2018）等。尤其是在2000年代之后，这些电影不再仅仅讲述受害少女的故事，

而是开始讲述那些要求对战争罪行负责并赔偿的女性的故事。这一转变，从某种程度上，突破了

“民族”这一框架，展示了“殖民地”经验的现实状况。 

（二）冷战后的“民族” 

2004年制作的电影《太极旗飘扬》（姜帝圭导演）从侧面反映了韩国媒体对韩国战争观点的

变化。当战争爆发后，主人公镇泰选择避难，他为了解救被一同征兵的弟弟镇锡，不惜一切代价。

镇泰深信只要立下战功就能将弟弟送回家，于是他冒着生命危险投身于战斗中。然而，弟弟镇锡

因为国军指挥官的命令而牺牲（实际上他九死一生地保住了生命），此时成为人民军一员的镇泰

化身为复仇者，而镇锡则在激烈的战斗现场寻找哥哥。 

虽然主人公镇泰在国军和北韩军队之间往返，成为了战争的英雄，但其动机并非出于意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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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而是为了救出弟弟。同样，弟弟也为了寻找哥哥，再次冒着生命危险返回战场。这部影片从

家庭的角度出发，将战争描绘成同一民族的悲剧。镇泰在阵营中的反复跳跃并非机会主义的表现，

而是为了家庭而不惜一切。然而，痛苦的伤口是无法避免的，成为人民军的镇泰脸上也留下了深

深的疤痕
33
。电影构建了以“牺牲者”和家庭为中心的叙事。镇泰奋不顾身拯救弟弟，努力履行作

为家长的职责，除了不惜生命的兄弟之情之外，他也是电影中冲突的根源。尽管这部电影强调的

是人性之爱和家庭，但人民军和中共军作为非人的存在，仍然不具有“敌人”之外的任何意义。 

 

图片24 《太极旗飘扬》电影海报 

 
33
 之后在讲述韩国战争或韩朝关系的电影《朝鲜军队》中，脸上的伤疤就像一种陈词滥调一样固定下来（朴有禧，

2019，前书，221-223），象征民族的历史痛苦，同时也是标志着仍然是“敌人”。 



 

图片25 人民军镇泰 

戏剧性的变化出现在2005年的电影《欢迎来到东莫村》（朴光贤导演）中。由于地处极度深

邃的山谷，东莫村成功避开了战争，人民军的残兵和国军的逃兵在此相遇。本应相互对立的他们

被和平的东莫村居民同化，不知不觉间达成了共存。东莫村象征着民族共同体，而“敌人”则来

自民族之外。当东莫村成为美国空军的轰炸目标后，人民军和国军士兵为保护东莫村而使用对空

武器抵抗轰炸，他们在成功守住村庄后牺牲。由普通民众组成的民族共同体因外部势力的威胁而

形成了年轻一代奋起保护共同体的格局。 

然而，讲述韩国战争的电影和电视剧仍然难以摆脱人道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叙事模式。尽管在

讲述殖民地经验的电影中有许多试图脱离民族主义的尝试，但多数并未获得成功。如《广播岁月》、

《摩登公子》、《奇谈》、《青燕》（尹钟灿导演，2005）、《YMCA棒球队》、《天地男儿之激进

党员》等电影试图跳出旧有的抗日叙事模式，以重新描绘殖民地时期的生活，但这些尝试并未得

到观众的热烈反响。反而，以抗日斗争为主题的电影如《暗杀》、《密探》、《反抗》等获得了

成功。这表明，对于“国史”的关注仍然强烈。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以抗日为主题的叙事已经开

始摆脱以往以男性为主的严肃故事，比如《暗杀》和《反抗》等电影都是讲述女性主角的故事，

这一变化为历史的再现展现出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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